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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法》实施 25 年司法适用研究报告
何丽新，梁嘉诚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实施至今已有 25 年。对《海商法》进行全面修订，已成为业界
共识，但仅从理论价值和制度规范层面进行研究，尚存不足。对自 1992 年 11 月 7 日《海商法》颁布以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止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 30 375 篇海事海商纠纷案件裁判文书予以实证研究，就《海商法》实施以来的司
法适用情况，特别是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一般性民商事法律在海事海商纠纷
案件中的司法适用情况进行分析，揭示《海商法》在司法适用中出现的“虚置化”现象，探讨该现象背后的原因，为《海
商法》修订提供司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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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port on the 25-year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HE Li-xin，LIANG Jia-cheng
(Law School，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25 years． In recent years，comprehensive revision of the Chi-
nese Maritime Code has become the consensus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However，it is not sufficient that the study only be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values and institutional norms． This article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30 375
adjudication documents relating to maritime disputes as posted by the China Judgements Online from November 7th，12 to
December 31st，2017，discusses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since its implementation，as compared
with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other general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s，such as the Contract Law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roperty Law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reveals some“performing practically no function”phenome-
no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and the reason behind，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solid objective basis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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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
《海商法》)正式施行 25 周年①。毋庸置疑，《海商
法》的颁布实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结束了中国
海事海商纠纷领域无法可依的时代，为中国海事审
判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立法者从中国实际情况
出发，以通行的国际公约为基础，吸收国际惯例、民
间规则的有益元素，借鉴有广泛影响力的标准合同，
并考虑国际海事海商立法的发展趋势，对立法草案
进行反复研究、论证和修改，才最终审议通过了《海
商法》。［1］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历时 40 年几
十稿，《海商法》不可不谓是由几万人的心血凝成的
法律。［2］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李国光认为，
《海商法》是一部成功的、先进的法律。［3］但时至今
日，随着国内外航运和贸易市场的快速发展，国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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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笔者统计，“中国法学核心科研评价来源期刊”(China Leg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 CLSCI)中海商法领域的学术论文共有 131
篇，《中国海商法研究》则有 1 128 篇，其中涉及《海商法》修改的共有 63 篇，占比为 5%。从占比和发表年份来看，《海商法》修改问题是近年的
学术热点。
② 海商法包括狭义的海商法和广义的海商法。狭义的海商法是指《海商法》;广义的海商法除包括狭义的海商法，还包括《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下文为行文之方便，以“《海商法》”表示狭义的海商法，以“海商
法”表示广义的海商法。
③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七部分的规定，存在 55 种海事海商纠纷案件类型。
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 /wenshu． court． gov． cn /)是全国法院公布
裁判文书的统一平台，在数据来源和统计上具有官方性和权威性。笔者所选取的研究样本仅包括中国裁判文书网已收录的裁判文书，其中
2008 年之后收录的裁判文书比较齐全，而 2008 年之前的则由于年代久远、文书上网制度未建立等原因存在一定程度的散佚。因此，笔者对
《海商法》实施 25 年来司法适用情况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数据之不足。但笔者认为，除去暂无法获取的裁判文书数据，笔者的研究样本仍
相当具有代表性。
⑤ 笔者所指的裁判文书包括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调解书和通知书。
事海商立法趋势的变革转向，以及中国法律体系框
架的不断完善，论证《海商法》修改必要性的文章早
已汗牛充栋①。对现行《海商法》进行全面修订可
谓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致共识，在各界的推动下，
《海商法》修订论证工作也已经启动。
目前，关于《海商法》修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海商法》的修订价值和制度规范的层面。胡正良
教授认为，《海商法》的内容体系不甚完善，部分条
文陈旧过时，在不同程度上也欠缺合理性或者明确
性，故而亟待修改完善。［4］傅廷中教授则认为，《海
商法》修改应力求本土化并兼顾与国际接轨的原
则，使修改后的《海商法》既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又
要适合中国航运经济和司法实践的发展。［5］笔者日
前也提出，海商法已陷入自体性的误区，海商法应回
归民商法体系。［6］53上述观点为《海商法》的修改和
完善提供了宝贵建议。
诚然，这种研究有其合理性。海商法作为规范
体系，对规范的内容和逻辑结构进行教义学研究，本
身就是《海商法》修订的基础。但如果将研究仅仅
限定在规范和价值这两种视角，我们容易陷入以愿
望和想象指导法律实践的泥潭，［7］往往忽视了最基
本的客观事实，即《海商法》究竟是否真正地在被适
用，适用的频率有多高。故笔者认为，应引入法社会
学的视角，对《海商法》的司法适用情况进行实证研
究。一方面，法律的实施离不开司法活动，司法是纠
纷解决的终局性环节，也是法律实施最终的制度保
障，司法机关是否适用法律，如何适用法律，决定了
法律的实效。另一方面，司法活动对完善法律体系
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司法通过作用于法律体
系的微观向度、调适过程、法与社会联系的建立、成
文法固有缺陷的克服来完善法律体系。［8］虽然所有
纠纷不必然都要进入到诉讼程序，但法律在司法中
被适用，是法律实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海商
法》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被适用，是否存在法律虚置、
法条休眠、功能失效的现象?其原因是由于立法空
白、立法缺陷还是法律适用的混乱?这些司法适用
情况及其背后的原因就是《海商法》修订的实证研
究所应关注的“客观事实”，对《海商法》修订的体系
归属、路径选择和制度完善都具有深刻影响。
为此，笔者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统计分析海商
法②与一般性民商事法律在海事海商纠纷案件③中
的适用情况，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总结，探讨其中反映
的问题及其背后的原因。笔者所选取的研究样本包
括自 1992 年 11 月 7 日《海商法》颁布以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止中国裁判文书网④收录的海事海
商纠纷案件裁判文书⑤。
一、《海商法》与一般性民商事法律司法
适用情况的统计分析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共收
录海事海商纠纷案件裁判文书 30 375 篇。
(一)裁判文书以《海商法》为法律依据的情况
经检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海事海商纠
纷案件裁判文书中，以《海商法》为法律依据的共有
4 500 篇，占比为 14． 81%，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海事海商纠纷案件中《海商法》的适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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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他是指一审、二审、再审、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民事诉讼程序，如执行程序等。
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等法律法规规定，中
国对海事海商纠纷案件实行专属管辖，并相继在广州、上海、青岛、天津、武汉、大连、海口、厦门、宁波和北海 10 个城市设立海事法院，专门受理
第一审海事海商纠纷案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交通部关于设立海事法院的通知》规定，海事法院与中级人民法院同级，其上诉审法院为
所在省、市高级人民法院。所谓非海事法院是指上述 10 所专门海事法院之外的其他人民法院。非海事法院可能由于法律特别规定、上诉、提
审等原因一审、二审或再审海事海商纠纷案件。
1．审判程序分布情况
在以《海商法》为法律依据的裁判文书中，一审
裁判文书共有 4 095 篇，二审共有 214 篇，再审共有
17 篇，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共有 34 篇，其他程序
的①共有 140 篇，如表 1、图 2 所示。
表 1 《海商法》适用的审判程序分布情况统计表
审判程序 文书数目(单位:篇) 案件数目 占比
一审 4 095 25 266 16． 21%
二审 214 3 960 5． 40%
再审 17 152 11． 18%
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 34 363 9． 37%
其他 140 634 22． 08%
图 2 《海商法》适用的审判程序分布情况
2． 海事法院与非海事法院适用《海商法》的
情况②
在以《海商法》为法律依据的裁判文书中，由海
事法院作出的共有 4 247 篇，非由海事法院作出的
共有 253 篇，如表 2、图 3 所示。
表 2 海事法院与非海事法院适用《海商法》的比例情况统计表
法院性质 文书数目(单位:篇) 案件数目 占比
海事法院 4 247 25 667 16． 55%
非海事法院 253 4 708 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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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占比是指以 2008 年至 2017 年十年间的每一年份的海商海事纠纷适用《海商法》的文书数目与该年的案件总数目相比。
图 3 海事法院与非海事法院适用《海商法》的比例情况
3．以《海商法》为法律依据的年份占比情况
以 2008 年至 2017 年的十年为例，以《海商法》
为法律依据的裁判文书的占比情况①如表 3、图 4
所示。
表 3 近十年海事海商纠纷案件以《海商法》为法律依据的占比变化情况
年份 文书数目(单位:篇) 案件数目 占比
2017 646 7 900 8． 18%
2016 1 428 8 498 16． 80%
2015 1 108 5 186 21． 37%
2014 558 4 735 11． 78%
2013 212 1 084 19． 56%
2012 93 328 28． 35%
2011 24 202 11． 88%
2010 15 312 4． 81%
2009 8 284 2． 82%
2008 10 109 9． 17%
图 4 近十年海事海商纠纷案件以《海商法》为法律依据的占比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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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选取的海事海商司法解释均是涉及法律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等实体性内容的民商事司法解释，不包括纯程序性的民商事司法解
释、行政司法解释、刑事司法解释和其他公法性质的司法解释。
4．小结
通过对前述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笔者有以下发现。
第一，就总体适用情况而言，在海事海商纠纷案
件中，《海商法》适用的占比不足 15%，也就是说有
超过 85%的海事海商纠纷案件并未以《海商法》为
裁判依据。
第二，就适用《海商法》的法院性质分布情况分
析，适用《海商法》的法院以海事法院为主，且海事
法院适用《海商法》的占比也高于非海事法院。如
前述及，中国对海事海商纠纷案件实行专属管辖，一
般应由专门的海事法院受理第一审海事海商纠纷案
件，而上级法院并非是专门的海事法院的上诉法院。
因此，上述数据与中国海事司法格局基本一致。
第三，就适用《海商法》的审判程序分布情况分
析，一审程序适用《海商法》的占比高于二审程序。
如前述及，第一审海事海商纠纷案件通常应由专门
的海事法院受理，故相关数据与第二点结论的数据
相互印证。
第四，就近十年海事海商纠纷案件以《海商法》
为法律依据的占比变化情况分析，近十年来，海事海
商纠纷案件适用《海商法》呈下降趋势，笔者分析原
因，认为是《海商法》越发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
需求。
(二)裁判文书以海事海商司法解释为法律依
据的情况
1．海事海商司法解释司法适用情况
经检索，在海事海商纠纷案件中，以海事海商司
法解释①为法律依据的裁判文书数目如表 4 所示。
表 4 海商海事司法解释司法适用情况统计表
司法解释 文书数目(单位: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3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17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7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 7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 1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大连、武汉、北海海事法院管辖区域和案件范围的通知》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承运人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托运人、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的批复》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5
《全国海事法院院长座谈会纪要》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南京石油运输有限公司与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海上货运运输保险代位求偿
一案有关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的复函》
0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中国海事局关于规范海上交通事故调查与海事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0
《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能否对连带责任保证人所有的船舶行使留置权的请示的复函》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船舶发生保险事故后造成第三者船舶沉没而引起的清理航道费用是否属于直接损失的复函》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南京石油运输有限公司与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海上货运运输保险代位求偿
一案有关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的复函》
0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中国海事局关于规范海上交通事故调查与海事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0
《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满 300 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托运人主张货损货差而拒付运费应否支付滞纳金的答复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函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 0
总计 602
占所有海事海商纠纷案件数目的比例 1．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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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结
《海商法》颁布实施以后，最高人民法院总结多
年的审判经验，先后制定了诉前扣押船舶、海上保
险、船舶碰撞、货运代理纠纷、无单放货纠纷、海事赔
偿责任限制、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等一系列海事海商
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了《海
商法》部分条文的含义，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另一
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海商法》的一些缺漏，
及时解决了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但从
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统计来看，笔者发现，海事海
商司法解释的司法适用情况不甚理想，以海商海事
司法解释为法律依据的裁判文书占所有海事海商纠
纷案件数目的比例仅为 1． 98%。
(三)裁判文书以一般性民商事法律和司法解
释为法律依据的情况
1．海事海商纠纷案件中一般性民商事法律和司
法解释的适用情况
经检索，在海事海商纠纷案件中，以一般性民商
事法律、司法解释为法律依据的裁判文书数目如表
5、图 5 所示。
表 5 海事海商纠纷案件中一般性民商事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司法适用情况统计表
法律 文书数目(单位:篇) 占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1 198 3． 94%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简称《物权法》) 647 2．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简称《担保法》) 612 2． 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 9 097 29． 95%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简称《侵权责任法》) 717 2．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140 0． 46%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1 0． 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简称《保险法》) 328 1． 0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1 0． 0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0 0． 0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0 0． 0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0 0． 0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0 0． 0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56 0． 1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391 1． 2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77 0． 25%
总计 13 265 43． 67%
图 5 一般性民商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在海事海商纠纷案件中的适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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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合同法》第 107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
损失等违约责任。”
② 如司玉琢教授认为，为促进贸易相关法律的统一，维护交易安全，使买卖合同中所产生的贸易风险得以有效救济，在运输法律中赋予
托运人对在运输途中货物的中止运输、变更目的地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的货物控制权，是十分必要的。
2．小结
通过上文的数据统计，笔者发现，《海商法》在
海事海商纠纷案件中的适用比例并不高，即使加上
海事海商司法解释，从广义海商法的层面看，海商法
的整体适用比例仍只有 15%左右。相比之下，一般
性民商事法律、司法解释的适用比例达到 43． 67%。
因此可以认为，在海事海商纠纷案件的审理中，相比
于适用海商法，法院总体上更加倾向于适用一般性
民商事法律，海商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虚置化”的
现象。
二、海商法与一般性民商事法律司法适
用情况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数据分析，在海事海商纠纷案件中，适用
一般性民商事法律的裁判文书是适用《海商法》或
海事海商司法解释的裁判文书的近三倍，海商法在
一定程度上存在“虚置化”的现象。究其原因，笔者
认为有以下三点。
(一)海事海商纠纷案件中存在非海事海商法
律关系
海事海商纠纷案件中存在诸多非海事海商法律
关系，这些法律关系并不由海商法调整，因此就无以
适用海商法。例如，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合同法》第 107 条①作
为法律依据的海事海商纠纷案件裁判文书共有
3 823篇，占比达 12． 59%。该条规定的是合同违约
方的违约责任，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占比，原因就在于
海商法并不存在一套专门、完整、完全独立于民法之
外的合同制度，海商法对于违约责任并没有特殊规
定，故《合同法》总则关于违约责任等制度同样适用
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等海事海
商合同。
在某些情况下，虽定性为“海事海商纠纷案
由”，但海商法没有作出特殊性的规定，亦不适用海
商法加以解决。如“海事海商纠纷案由”下的“船
坞、码头建造合同纠纷”“船舶检验合同纠纷”等就
没有适用海商法的空间，而应适用《合同法》总则或
买卖合同、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合同等分则项下的规
定。但值得注意的是，海事海商纠纷案件中的非海
事海商法律关系不适用海商法，而适用一般性民商
事法律，属于法律体系内部属性差异与规范分工的
问题，是部门法固有之性质所致，难谓海商法之
不足。
(二)现行《海商法》存在立法缺漏
现行《海商法》存在诸多立法缺漏，包括立法缺
陷和立法漏洞。有些缺漏在立法之初即存在，是由
于当时的立法条件不成熟而导致留白，或是由于
《海商法》起草过程中受研究视野之局限，对于某些
问题论证还不够充分，考虑还不够周全，规定还不够
完善;也可能是由于当时国内缺乏广泛的司法实践
作基础，国际上也没有可借鉴之条约，故对个别复杂
问题只作了简单规定。［9］当然，一些缺漏是随着社
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产生的新问题，即因立法所
固有之滞后性，致使立法漏洞产生或者原来之规定
出现缺陷。相比于《海商法》之过度稳定性，一般性
民商事立法在《海商法》实施 25 年来可谓如雨后春
笋般蓬勃发展，其中与《海商法》存在密切关系的就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1994 年)、《担保
法》(1995 年)、《保险法》(1995 年制定，2009 年修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1997 年)、《合同
法》(1999 年)、《物权法》(2007 年)、《侵权责任法》
(2010 年)等。［10］还有 2017 年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开启了中国民法典
编纂的序幕，各分编的制定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当中。对于《海商法》的立法缺漏，司法实践中只
能追溯到其一般法，在民商法体系下进行司法适用。
对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进行分析，存在以下较为
典型的例子。
1．托运人的货物控制权
托运人对货物的控制权可谓是《海商法》一个
典型的立法缺漏②。［11］现行《海商法》没有规定托运
人的货物控制权，但《合同法》第 308 条则规定，承
运人交付货物之前，托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
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
人。一般认为，海商法项下的托运人货物控制权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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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海运单统一规则》第 6 条规定:“(i)除非托运人已按下述第(ii)款行使其选择权，否则，他应是唯一有权就运输合同向承运人发出指
示的当事人。除非准据法禁止，否则，他有权在货物运抵目的地后，收货人请求提取货物之前的任何时候，改变收货人的名称，但他应以书面形
式或为承运人接受的其他方式，给承运人以合理的通知，并就因此造成承运人的额外费用承担赔偿责任。(ii)托运人具有将支配权转让给收
货人的选择权，但应在承运人收取货物之前行使。这一选择权的行使，应在海运单或类似的文件上(如有的话)注明。选择权一经行使，收货
人便具有上述第(i)款所述的各项权利，同时，托运人便终止此种权利。”
②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 412 号民事判决书。
③ 参见厦门海事法院(2003)厦海法商初字第 203 号民事判决书。
④ 《海商法》第 86 条规定:“在卸货港无人提取货物或者收货人迟延、拒绝提取货物的，船长可以将货物卸在仓库或者其他适当场所，由
此产生的费用和风险由收货人承担。”
⑤ 参见厦门海事法院(2017)闽 72 民初 898 号民事判决书。
⑥ 参见上海海事法院(2015)沪海法商初字第 1882 号民事判决书。
⑦ 参见广州海事法院(2013)广海法初字第 448 号民事判决书。
⑧ 参见上海海事法院(2013)沪海法商初字第 532 号民事判决书。
念源于 1990 年《国际海事委员会海运单统一规则》
(简称《海运单统一规则》)第 6 条之规定①。故在
渊源上，《海运单统一规则》制定的时间早于《海商
法》，但托运人货物控制权仍未被接纳入法典当中。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合同法》第 308 条作为法律依据的海事海
商纠纷案件裁判文书共有 34 篇。如“浙江隆达不
锈钢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案”②中，在认定托运人是否享有在海上运输途中请
求承运人将货物改港或者退运的权利时，最高人民
法院就认为:“因海商法未就航程中托运人请求变
更运输合同的权利予以规定，故本案适用合同法的
有关规定。”这是司法实践中关于托运人货物控制
权适用《合同法》规定较为典型的论述。笔者认为，
承认托运人对货物的控制权不仅是司法实践之需，
也是国际立法的趋势，如《鹿特丹规则》第十章也规
定了“控制方(托运人)的权利”:中止运输或者返还
货物产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变更卸货港或者收货人
属于合同的变更。［12］因此，在《海商法》修订过程中
应补足这一立法缺漏。
2． 承运人通知收货人的义务与收货人的提货
义务
现行《海商法》没有规定承运人有通知收货人
提取货物的义务，但《合同法》第 309 条规定，货物
运输到达后，承运人知道收货人的，应当及时通知收
货人。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合同法》第 309 条作为承运人承担
通知收货人义务法律依据的海事海商纠纷案件裁判
文书有 1 篇，即“泉州中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长锦商船株式会社、第三人厦门中贸国际货物运输
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③。本案中，法院认
为:“由于《海商法》并未规定承运人应通知货物到
达，因此，《合同法》的这一规定不仅适用于国内货
物运输合同，也适用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笔
者认为，这一论述反映了司法实务界对该问题的认
识，故《海商法》修订应当增加承运人通知收货人的
义务。
同时，现行《海商法》也没有明确规定收货人的
提货义务，但第 86 条④规定了在卸货港无人提取货
物或收货人迟延、拒绝提取货物时的处置，及相应费
用和风险归收货人承担。《合同法》第 309 条则明
确规定了收货人承担及时提货的义务。据中国裁判
文书网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合
同法》第 309 条作为收货人提货义务法律依据的海
事海商纠纷案件裁判文书共有 8 篇。如在“厦门驿
锦鸿物流有限公司与吴少义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
输合同纠纷案”⑤中，法院就认为，及时提货是收货
人的应尽义务。另据笔者对这 8 篇裁判文书的考证
显示，关于承运人在卸货港交货不着的案件，争议焦
点均集中在因此产生的诸如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码
头堆存费、货物处理费、保管费等费用归谁承担的问
题上，《海商法》第 86 条虽存在较为明确的规定，但
在司法适用中，仍有裁判文书同时适用《合同法》
第 309 条和《海商法》第 86 条，如“长荣海运(英国)
有限公司［EVEＲGＲEENMAＲINE(UK)LIMITED］与
东阳市德进塑胶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
合同纠纷案”⑥、“海航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中山市
华美特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案”⑦。有的法院甚至只适用《合同法》第 309 条，
如“上海邦达隆飞物流有限公司与江苏高维化学品
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⑧。从文义解
释分析，《海商法》第 86 条的规定一定程度上比《合
同法》第 309 条规定得更详细，更具海上运输之特
色。《合同法》第 309 条只规定了收货人“逾期提
货”一种情形，以及费用由收货人承担;而《海商法》
第 86 条还规定了“卸货港无人提取货物”“收货人
拒绝提取货物”两种情形，且除了费用之外，还规定
了风险分担和船长的处置权。故就此而言，难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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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玉琢教授在《海商法》修改建议稿第 105 条中也采纳此种见解。
② 如胡正良、韩立新两位教授指出，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不仅船舶越来越大型化，海上运输的货物种类也越来越多，如石油、化学品、有
毒有害物质、核材料等。这些变化使海洋环境受到严重威胁，海洋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③ 如学者赵微、王慧指出，中国进口原油 90%以上通过海上运输完成，高风险的海洋运输和海洋开发给海洋环境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④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 14 号民事裁定书。
⑤ 正如张湘兰教授所言，在船舶污染侵权法领域，完全赔偿原则受到了挑战，各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都规定了责任人所承担的最高赔偿
限额。
《合同法》第 309 条比《海商法》第 86 条的规定更
好。但笔者认为，《合同法》第 309 条的层次却比
《海商法》第 86 条更高，原因在于第 309 条并未局
限于实用功能，而将收货人的费用承担建基于收货
人的及时收货义务之上，揭示了承运人交货不着后
处置的法理基础，这也为《海商法》第 86 条的修订
完善提供依据①。［13］
3．船舶污染损害赔偿责任
当今世界正逐渐从“陆地时代”演进到“海洋时
代”，随着人类对海洋利用的加深，人与自然之间的
紧张关系也从陆地蔓延至海洋②。［14］2002 年“塔斯
曼海”油轮污染、2010 年墨西哥湾钻井平台爆炸、
2011 年渤海湾石油泄漏等海洋污染事件的相继发
生，使得船舶、钻井平台污染防治已成为人类必须关
注的一项重大议题。海洋环境形势的变化也反映在
国内外的立法上。如 1969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
任公约》、1971 年《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国
际公约》、1996 年《国际海上运输有害有毒物质损害
责任和赔偿公约》、2001 年《船舶燃油污染损害民事
责任国际公约》都是国际上针对传统侵权法与海商
法在船舶污染损害赔偿案件处理上之缺陷所推进的
国际立法变革。但在《海商法》制定之时，中国对于
海洋利用的实践还比较少，为船舶污染损害赔偿作
特别立法的条件还不成熟，故对于船舶污染损害赔
偿没有作出规定。但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
中国对于海洋利用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拓展③。［15］据
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海上、通海水域污染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的裁
判文书共有 197 篇，其中仅有“栾树海、刘明炜等与
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污染损害责
任纠纷案”④1 篇适用《海商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作为法律依据，且并非用于解决实体问题;而适
用《侵权责任法》作为法律依据的则有 152 篇，占比
达 77． 16%。既然《海商法》没有存在相关的规定，
追溯适用《侵权责任法》也是无可厚非。《侵权责任
法》第 65 条至第 68 条所规定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
规则适用于船舶污染，为船舶污染损害赔偿提供了
基本的法律依据。但船舶污染有其明显的特殊性，
由于污染发生在海洋或通海水域，相比于一般环境
污染，其扩散范围大、污染持续性强和污染后果严
重，这就造成传统侵权法的完全赔偿原则与船舶污
染损害赔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职是之
故，即使目前扩大赔偿范围和提高赔偿限额是船舶
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趋势，［16］油污损害赔偿责
任限制也仍不失为其关键的制度构建⑤。［17］况且，
现行《侵权责任法》对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只有区
区四个条文，规范设置比较简陋。因此，利用《侵权
责任法》对船舶污染进行规制在制度供给上明显不
足，有赖于修订《海商法》对船舶污染进行特别
规制。
(三)海商法的体系归属不明确
除了海商法自身存在立法缺漏以外，海商法体
系归属不明确也是法官在海事海商纠纷案件中更倾
向于适用一般性民商事法律的重要原因。甚至可以
说，法官在处理海事海商纠纷的过程中，发现海商法
对某些法律问题存在法律漏洞或缺陷，通常会适用
一般性民商事法律去填补或完善，可见，法官对海商
法体系归属的认识也在司法适用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在中国现行法院组织结构之中，海事法院是审
理海事商事纠纷案件的专门法院，其层级属于中级
人民法院;通常绝大部分海事海商纠纷案件由海事
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一审，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学
者郭瑜曾指出，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现象，
海事法院的法官通常受海商法的影响更深，而高级
人民法院的法官则更习惯用民法的一般理论来处理
案件。［18］94此种观点确实得到笔者调研数据的支持。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权威数据显示，就适用《海商
法》的比例而言，海事法院是非海事法院的 3． 08
倍。笔者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也与海商法体
系归属不明确有关。
1．海商法的体系归属之争论
目前，关于海商法体系归属问题的争论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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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也有学者只是质疑海法体系说。如学者周江认为，《海洋基本法》立法时机难言成熟。一是《海洋基本法》的立法内容尚未形成共识;
二是改进现行海洋法体系并不必然需要《海洋基本法》;三是提高海洋法律意识及促进海洋法律研究与《海洋基本法》亦无直接关系;四是制定
《海洋基本法》并非世界海洋法发展潮流。
中在民商法体系说与海法体系说两种观点的交
锋①。［19］
一是民商法体系说。该说的主要观点是海商法
应当回归民商法体系。如学者郭瑜认为，海商法完
全脱离民(商)法，不仅会使海商法成为中国法律制
度中的异类，也会使海商法失去其深厚的基础。［18］93
笔者也认为，在中国，海商法的调整对象多是民事法
律关系，隶属于民商法调整之范畴，海商法与民商法
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因此，海商法与民商法
不可能是平行关系，海商法不能脱离民商法而自
立。［6］52
二是海法体系说。该说主张在陆法之外另有一
套海法体系，海商法应当在海法体系下发展。如司
玉琢教授认为，“海法”是 Maritime Law的翻译，Mar-
itime Law的词义非常广泛，涵盖私法、公法，甚至包
含某些国际法的规则。现今，作为统称，相对于包括
公法与私法二者在内的“海法”而言，“海商法”多被
认为是以私法为中心的“海法”的一个部门。［20］又如
初北平教授、曹兴国博士认为，海法概念具有深远的
历史渊源，曾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同，而在当代海洋法
律呈现碎片化的大背景下，海法概念应发挥其对海
法研究体系与海法体系构建的统合作用。［21］
2．海商法的体系归属对司法适用的影响
海商法的体系归属对其于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具
有重大影响。“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是世界各国普
遍确立的一项司法适用原则，该原则包括这样一层
内涵，即在特别法对某一法律问题没有规定的情况
下，应追溯适用其一般法。［22］因此，若支持民商法体
系说，民商法作为一般法，海商法作为特别法，海商
法对某一法律关系的调整没有特别规定的，应追溯
适用该法律关系相对应的一般性民商事法律。若支
持海法体系说，海法的自体性是该论者的核心理据，
海商法作为海法下属的一个子概念，也具有自体性。
学者郭瑜认为，所谓“海商自体法”或“一般海商
法”，是在海商法中人们普遍认为存在的一套从古
代沿袭下来，以习惯为基础的规则，它通行全球、在
海运世界里尽人皆知。［18］40这种自体法曾被认为是
独立于一国法律之外并应为一国法院直接适用的法
律渊源。［23］165如英美法系的法官至今仍然会从古老
的《罗得海法》中寻找裁判的依据。
更进一步讲，海商法的体系归属问题本质上是
海商法与民商法的关系问题，是法律的体系性问题。
法律体系性的价值不言而喻，在海商法领域亦然。
一般而言，海商法的体系化程度越高，就越有助于提
高法官找法的速度和适用法律的准确性，“特别法
优于一般法”原则的正确适用也依赖于法律的高度
体系性。相反，如果海商法的体系混乱，法官就有可
能适用法律错误，或者在法律适用问题上无所适从。
正如苏永钦先生认为，寻找规范的便捷、调整规范的
准确是评鉴法典优劣的重要标准。［24］理顺海商法与
民商法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提高海商法的立法质量，
更有助于法官正确用法、公正司法。
3．海商法特殊性在司法适用中的体现
在理论界，海商法定位归属于民商法体系说与
海法体系说尚存争论。但从上文数据分析可见，在
司法实践中，主流观点仍然认为海商法是民商法的
特别法，在司法适用中需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的法律适用原则。但正如傅廷中教授所认为，民商
法体系说与海法体系说从表面上看似乎存在原则性
的分歧，其实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25］就调整
的对象而言，海商法与民法所调整的都是平等主体
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二者在很大范围内共享相同
或相似的法理基础，尤其是在中国采民商合一立法
模式的大背景之下。民法作为私法的基本法，可以
将海商法纳入民法的范围，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但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海商法有其特殊性。
从历史渊源看，即使在诸法合体的时代，商法也不被
理解为从民法所派生。［26］海商法更是源远流长，富
有特殊性和独立性，不完全过失责任制度、船舶优先
权制度、共同海损分摊制度、海难救助制度都是海事
海商领域特有的制度。因此，海法体系说强调海法
起源的独立性和内容的相对完整性，归根结底还是
要突出海商法的特殊性，即使民商法体系论者也强
调海商法是民法非常特别的特别法，其司法适用要
遵循“用尽海商法原则”，［18］64，79-94不能随意地用民
法的各项制度来“指导”海商法。［23］174海商法的特殊
性可谓是民商法体系说与海法体系说所共享的理论
基础，反映在司法适用上，就是要防止法官在审理海
事海商纠纷案件时漠视海商法的特殊性，十分轻易
地回溯到一般民商事法律的适用。
但从司法适用的实际运行来看，海事法官长期
强调海商法作为民商法的特别法，对于海商法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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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海商法》第 50 第 1 款规定:“货物未能在明确约定的时间内，在约定的卸货港交付的，为迟延交付。”
② 《合同法》第 290 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
③ 参见海口海事法院(2014)琼海法重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
④ 《海商法》第 25 条第 2 款规定:“前款所称船舶留置权，是指造船人、修船人在合同另一方未履行合同时，可以留置所占有的船舶，以
保证造船费用或者修船费用得以偿还的权利。船舶留置权在造船人、修船人不再占有所造或者所修的船舶时消灭。”
⑤ 参见武汉海事法院(2016)鄂 72 民初 741 号民事判决书。
⑥ 目前，关于用尽海商法原则的具体适用标准只有北京大学郭瑜副教授在其著作《海商法的精神———中国的实践和理论》，以及大连海
事大学曹兴国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海商法自体性研究》中有所论及。
诸多的特殊性却多有忽视。如实务中争议比较大的
迟延交付问题。《海商法》第 50 条第 1 款①与《合同
法》第 290 条②有所不同，没有规定承运人未在合理
期间内将货物运抵卸货港交付为迟延交付。故有观
点认为上述情况属于《海商法》没有规定，应追溯适
用《合同法》。如在“扬州市裕华货物联运代理有限
公司与武汉宝坤龙船务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
物运输合同纠纷案”③中，法院就认为:“尽管双方
在合同中并未约定具体的运输期限，但不意味着被
告可不受运输期限的约束。《合同法》第 290 条和
《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 34 条都规定了承运人
负有在合理期间内将货物安全运抵目的地的义
务。”上述观点就属于忽视海商法特殊性而导致的
误读。鉴于海上贸易的高风险性和不可预见性，海
商法一般不承认对迟延交付的索赔，如《海牙规则》
就只规定了承运人对货物“灭失或损害”负赔偿责
任。尽管《汉堡规则》为了保护货方利益，规定了
“未能在按具体情况对一个勤勉的承运人所能合理
要求的时间内，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规定的卸货港
交付，是迟延交付”。但鉴于海上货物运输准时交
付的困难性，又规定了对迟延交付适用更低的责任
限额。在《海商法》制定的过程中，对于是否采纳迟
延交付规定曾经发生过争论，但最后妥协的结果是
选择部分采纳，没有将未明确约定交付时间的迟延
交付情形纳入《海商法》。因此《海商法》与《汉堡规
则》的不同规定实乃立法者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要
立足于中国航运业的现状给予承运人一定程度的特
殊保护。［18］84-85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误读是船舶留置权问题。根
据《海商法》第 25 条第 2 款规定④，只有造船人和修
船人才享有船舶留置权。那么其他人能否根据《物
权法》或《担保法》的规定对船舶行使留置权?学界
对此不无争论。学者于海涌认为，船舶留置权可以
分为“海商法上的船舶留置权”与“民法上的船舶留
置权”，所谓“民法上的船舶留置权”就是根据《担保
法》设定的船舶留置权。［27］司法实践中也有支持上
述观点的判例，如“上海成功水域工程有限公司与
泰州市润泰运输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打捞合同
纠纷案”⑤。本案中，原告依与被告订立的沉船打捞
合同将涉案船舶整体打捞出水，但被告未依约履行
船舶交接及支付打捞费的义务，于是原告将涉案船
舶留置。法院认为，涉案船舶打捞出水后，被告未按
约定与原告进行船舶交接，故船舶仍处于原告合法
占有状态，且涉案合同并未约定排除留置权，根据
《物权法》第 230 条第 1 款规定，原告有权就涉案船
舶行使留置权，可以与债务人协议以留置财产折价，
也可以就拍卖、变卖留置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但从现行《海商法》的立法背景来看，其对船舶留置
权的规定明显受到了《1993 年船舶优先权抵押权国
际公约》的影响，即采取狭窄的定义来限制船舶留
置权的适用范围，目的就是要避免对船舶抵押权的
受偿造成过大影响。故《海商法》第 25 条规定的只
是狭义的船舶留置权，［28］限定船舶留置权特指造船
人、修船人留置船舶的权利，也就排除了其他人以其
他理由留置船舶的可能性。［18］85-86
可见，“用尽海商法原则”的司法适用情况实在
难以令人满意。同时，有关“用尽海商法原则”的研
究仍处于相对缺乏的阶段，尤其是对于其具体适用
标准的论证还比较少，难以为司法实践提供统一的
指导⑥。［18］79-94，［29］中国海事审判“一审专门二审不
专门”格局，［30］更加剧海事审判理念与民商审判理
念不甚交融的问题。但值得欣慰的是，实务界已达
成基本共识，认为海商法应定位于民商法体系之下，
故在未来《海商法》修订中，既要将海商法项下的各
项制度与一般性民商事法律相协调，又要充分考虑
海商法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除非与现代民商法
基本原则相冲突，否则应确保海事海商原有的各项
制度之间的密切联系与和谐统一。［31］
三、结语
现行《海商法》正式施行已经 25 年，在中国迎
来“海洋时代”，全球航运市场迎来“中国时代”的今
天，对《海商法》的全面修订实乃正当其时。［32］《海
商法》的修改工作离不开对中国 25 年来的海事司
法实践运行情况进行全面回顾和考察，海事司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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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经验的提炼与升华为《海商法》的修法路径和制
度取向提供选择。通过上文的实证研究，“抽丝剥
茧”般地还原真相，呈现《海商法》司法适用的数据
情况，揭示《海商法》在司法适用中出现的“虚置化”
现象。未来《海商法》修订必须注重体系归属问题
和立法缺漏的弥补，确保修订后的《海商法》走出
“虚置化”的陷阱，在民商法体系内构建制度协调且
适应本土海事司法并引领国际航运发展的海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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